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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生产与有效福利治理: 基于一个社会

服务项目实践的案例研究

邓 锁
*

摘 要 伴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合作生产取向的福

利治理视角日益引起关注，社会工作在福利治理中的参与凸

显其重要意义。基于一个残障儿童康复服务的项目实践，本

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介入通过服务干预模式的创新，为家庭

照顾者在家庭财务、康复知识以及心理等方面赋能，创造家

庭照顾者与专业工作者在脑瘫儿童康复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试图改变传统康复服务行政化、医疗主导的模式，促进以

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整合。尽管仍然面临外部组织环境的障碍，

但康复服务项目中的社会工作参与推动形成服务传递中的合

作生产，对于实现有效福利治理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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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从福利供给到福利生产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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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治理在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相互依赖社会关系的协作形式，在狭

义层面更强调以多元协商共识为基础的网络形态 ( Jessop，1999;

Ｒhodes，1996)。研究者将多主体合作的治理原则应用于社会福利的供

给传递称为福利治理，它强调任何单一的福利主体都可能导致社会福

利提供的不足，国家、市场、家庭及志愿部门等在福利服务中的参与

组合能够更有效回应福利成员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亦有助于实现福利

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雷雨若、王浦劬，2016; 韩央迪，2012; 彭华民，

2006)。近年来，伴随政府职能转移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广泛运

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在福利服务传递上的合作、互动及连接关系

日趋紧密，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助于实现更加有效的福利治理与社会治

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

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在这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包含了社会秩序和福利需要两个评

价性维度: 一方面，社会治理强调构建社会建设领域国家 －社会之间

的良性互动关系，在治理的理念下，形成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的

信任合作与协同参与机制，它是社会福利目标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最终指向对于民生需求的回应和满足，以及福利

服务获得的持续性效果。民众尤其是困难人群的福利需求满足有助于

复杂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

社会福利领域内的治理因而与社会治理的整体目标紧密关联，是包含

了福利的理念定义、运行机制以及生产效果的系统性实践 ( Jessop，

1999)。在福利理念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什么是福利及好的福利

的定义并不一致，它受到特定制度情境下福利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取

决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运行机制上，福利的输送系统是

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的组织性、制度性安排，体现在社会福

利服务供给上的不同权力 /权威形式的协作机制，它同时受制于更广泛

的政治经济体制环境 (吉尔伯特，特雷尔，2013: 189)。而在生产效

果上，福利治理更加关注具体实践层面对于福利服务的规划、设计、

传递、评估的实践安排，指向对于福利对象或服务使用者的需求的具

体回应与满足的程度和状态 (Brandsen ＆ Pestoff，2006)。福利治理的

理念、机制与生产等维度构成了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对于构建公正公平

社会的内在价值追求 (李迎生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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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有对于社会福利治理的研究借鉴了西方 20 世纪 70 年代之

后治理的研究范式，从福利多元主义、混合福利、协商民主、网络治

理等不同视角出发，强调反思、优化以及超越传统国家 (政府) 范式

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福利体制，建立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的互动、

合作共治以及平等协商的关系，增强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 (俞可平，

2000; 王思斌，2014; 李迎生，2017; 彭华民，2006)。不过，福利供

给并不仅仅是制度性主体之间的分配协作关系，福利对象也并非消极

地接受福利，而是作为服务使用者能动地参与到福利服务的生产过程，

福利生产的效果离不开服务使用者在其中的机会、责任和能力 (彭华

民、宋祥秀，2006; 王思斌，2014)。服务使用者在福利生产过程中的

参与合作也被称为 “合作生产”或者 “共同生产”的过程 (Alford，

2009; 吴明儒、刘宏钰，2015)。奥斯特罗姆 (Ostrom) 最早使用了这

一概念，她认为服务的生产与产品的生产不同，服务的生产如果没有

服务使用者的积极参与是很难实现的。奥斯特罗姆把合作生产界定为

公共服务机构和公民共同贡献于公共服务提供的各种活动的混合 (Os-

trom ＆ Ostrom，1978)。合作生产引起进一步的关注来自新公共治理的

转型，它体现了一种“服务主导”的取向，将公共政策的执行以及公

共服务的提供置于中心，从服务方而不是供给方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公

共服务的传递特征 (竺乾威，2016)。近年来，福利治理的生产维度

日益获得重视，但相对于制度层面运行机制的治理分析来说，既有研

究对于福利的生产过程尤其是服务使用者在其中的合作生产角色及实

践的分析还比较缺乏。

合作生产实际上是对公共服务传递一般性质的概括。20 世纪末期

之后西方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推动了合作生产取向的福利治理转型。

在以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为主的传统社会福利体制下，社会福利提供

主要以现金转移支付为主，其核心任务在于福利资格的审查和确定，

社会福利服务的传递常常是部门分割以及自上而下的、更多体现了分

配控制而非平等服务伙伴关系的价值理念 (吉尔伯特、特雷尔，

2013)。而伴随着儿童抚育、家庭风险以及老龄化等问题和相关需求日

益凸显，社会福利的输送要求更大程度的非现金社会服务传递，从以

往被动的收入维持政策转向更加强调弱势人群的积极参与和社会整合，

个人社会服务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 (Hemerij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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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岳经纶等，2011)。社会服务供给要求给予服务使用者在福利服

务规划、设计、传递和评估等过程中更大的自主权，而它的有效性实

现取决于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如何通过合作

致力于服务使用者作为人的属性的改变 (Hasenfeld，1992)。功能运行

良好的治理体系离不开公民和服务对象在可及性的公共服务中的参与，

服务对象则被视为包括福利供给在内的公共服务中有能力、有责任和

积极的参与者。福利输送形态的变迁推动着福利治理从以供给为中心

转向要求重视服务使用者并以之为中心的福利生产过程，尤其强调从

“合作生产”的原则出发重新认识或重建福利治理的格局。

合作生产的取向对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积极的启示。

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变迁伴随着公众对于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

的可获得性以及品质的更高期待，福利服务的提供是否能够精准地回

应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人群日益差异化的需求得到更多关注。十九大

报告也指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与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这一背景下，福利治理的研究不仅应关注福利供给与分配机制

的选择，还需要更加重视福利服务的具体生产过程能否更好地促进困

难群体对象的主体参与以及能力的提升，从而有助于复杂社会矛盾和

社会问题的解决，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工作的

发展与福利治理具有紧密的联系。社会工作是福利治理领域中新的制

度行动者，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理论和方法为困难群体提供服务，

通过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积极挖掘和动员个体、家庭与社区中的资

源，帮助服务对象摆脱社会经济的困境。社会工作视角下的治理研究

强调服务传递层面的创新，是一种 “服务型的治理” (王思斌，

2014)，从福利服务的生产层面也因而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工作

在福利治理中的参与角色和路径。沿着福利服务的合作生产视角，本

文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包括: 社会服务传递中的合作生产是否可以进

行; 社会工作参与合作生产的角色及实践特征是怎样的; 进而，社会

工作参与的合作生产对于福利治理以及社会工作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以 S省某社会工作机构的残障儿童康复服务实践作为案例，本文将对

这些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期望对于福利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发

展探讨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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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对合作生产的关注与西方福利国家的治理转型以及专家主导逻辑

的式微有紧密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社会工作的研究者都日益重视社

会服务递送中合作生产的特点与意义。

在公共行政领域，基于政治和行政二分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官僚

在政策决定和执行中的中心作用以及非人格化的组织运作方式，然而，

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扩张使得官僚制饱受诟病，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

导地位导致缺乏竞争、资源浪费以及服务质量下降。20 世纪 70 年代

之后开始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思想浪潮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

服务提供中，强调绩效、私有化和购买服务，通过对于服务结果的管

理主义评估而达到提高服务效率的目标，政府作为 “掌舵者”而非

“划桨者”(鲍威尔，2010)。但新公共管理改革招致越来越多的批判，

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将公民视为顾客而非积极的参与者，可

能使公共服务偏离初心，导致对服务对象需求的回应淹没在管理主义

的绩效评估中 (Meagher ＆ Parton，2004)。

伴随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在服务供给层

面，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社区及家庭等多元主体的互动成为一种常态。

奥斯本等学者基于治理的现实变迁，提出应当抛弃传统公共行政及新

公共管理的弊端，倡导新公共治理的框架，其中合作生产乃是其核心

构成 (Osborne ＆ Strokosch，2013)。这一取向的支持者认为，不能将

服务对象视为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将其看作服务互动以及

实际政策结果产生过程中的积极行动者 (Ｒyan，2012)。公共管理者

应当将服务对象的资源、技能和能力作为服务过程中有价值的输入要

素，承认服务使用者的需求、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合作生产的机制并

非基于市场，而是源于社区的理念、社区性的合作生产依赖于相互信

任、合作以及共同的责任，与社区成员 (或服务对象) 一起寻求对于

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 (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2010)。

进一步的研究也区分了合作生产的不同内涵: 广义的合作生产是指公

民与服务提供者 (尤其是专家) 之间的所有关系，包括合作决策、合

作设计、合作评估、合作递送等，而狭义的合作生产则聚焦于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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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过程 (Brandsen ＆ Pestoff，2006)。

在社会工作领域，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伴随着各种消费者权利

运动、社会压力团体以及社区行动的兴起，服务对象的赋权和参与受

到越来越多重视，它总体上反映了社会大众对于专业知识和实务工作

者的质疑 (Solomon，1976; Freire，1990)。以残疾人独立生活运动、

社区居家照顾等为代表的个人社会服务领域要求以服务使用者为取向

重新界定专业关系，呼吁专业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共享权力

与共同决策 (Adams，2013)。社会工作研究中对于 “反思性”以及

“实践研究”的关注反映了这一专业化变迁的社会脉络。

舍恩 (2007) 基于反思性实践的认识论，区分了两种专业契约关

系的差异。他指出，科技理性下的专业工作者与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传

统的法理契约关系，专业工作者的行为主要来自同行的监督，通常当

事人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判断其表现的，而反思性实践的专业契约关

系则力图创造“一种专业工作者与当事人之间彼此相依共存的行为世

界” (舍恩，2007: 239)。在后者的专业实践过程中，专业的工作情

境是开放的，工作者努力开放其专业知识以及不断地在实践中进行探

究; 当事人则与专业工作者一同探究自己寻求帮助的情境，在实践中

获得理解并与工作者实现反思性的合作 (舍恩，2007)。受到勒温、

舍恩等的实践认识论的影响，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倡导者主张实践者也

是研究者，研究的过程是民主参与的知识创造及生产过程 (古学斌，

2017)。在新公共管理浪潮下，服务使用者被视为个体消费者，管理

主义导致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共情关系日益被边缘化，社会

工作者由此呼吁在专业服务领域重新建构以关怀、参与及共同决策等

为核心的专业关系，这与新公共治理中的合作生产视角的兴起不谋

而合。

合作生产在社会服务领域获得广泛关注和应用，如精神健康日间

照顾服务、残疾人支持服务、社区公共住房服务、就业培训服务、社

区矫正服务以及社区发展等 (Ｒyan，2012)。尽管对于大多数个人社

会服务来说，服务对象的参与是服务得以递送的重要构成，但研究者

也指出社会服务中合作生产的实现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规范伦

理的要求、工作者的专业能力、组织环境、资金来源、外部评估体系

等 (Sancino ＆ Jacklin-Jarvis，2016)。既有的研究也对特定类型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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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如社区时间银行、自闭症儿童康复等的合作生产进行了案例研究

(吴明儒、刘宏钰，2015; Sancino ＆ Jacklin-Jarvis，2016)。但总的来

说，研究者倾向于将社会服务的合作生产视为公共治理的一个部分，

而较少关注到社会服务递送的特殊性，尤其是社会工作参与对于社会

服务合作生产的意义。另外，从反思性实践取向出发的社会工作研究

者虽然重视知识生产过程的民主化，但却较少探讨实践所赖以依存的

组织和制度环境。现代社会工作专业嵌入在国家社会福利体制中，是

政策为本和组织为本的专业 (Popple ＆ Leighninger，1997)，对于社会

工作参与和合作生产的实践探讨也因而能够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福利治

理的发展特征。

三 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本文以 S省 M社会工作机构介入残障儿童康复救助的服务实践为

基础，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呈现社会服务传递的特点以及社会工

作者在其中的角色 (Yin，2009)。M机构是一家在 S 省民政局注册成

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病患者、残疾人及其家庭，

提供医疗救助、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能力提升等的服务内容。M 机

构有社会工作者 5 名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督导 1 名。从 2016 年开始，M

机构基于前期的康复工作经验，希望在 A 市进一步拓展残障儿童康复

服务中的社会工作介入。M机构通过以前合作伙伴的介绍联系到 F 康

复中心，并对 F康复中心的康复服务对象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需求评

估，对中心的脑瘫儿童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康复服务中的家

庭困境等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调研。在此基础上，2016 年 8 月，M 机

构与 F康复中心商讨决定共同启动 “牵手同行”脑瘫儿童家庭社会工

作服务项目。该项目的全部资金由 M机构自筹，但需要 F康复中心在

人员、办公空间等方面提供支持。该项目从设计到终期评估共持续 10

个月的时间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6 月)。项目基于家庭为中心以及

合作生产的理念，试图通过创新社会工作干预手段，推动社会工作者、

康复师、护士等服务提供者与脑瘫儿童家长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促进家长在儿童康复服务的设计、规划及传递过程中的参与和能力建

设，进而增强儿童康复服务的持续性与服务效果。项目的介入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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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模块的内容，一是链接基金会的资源，为贫困家庭提供小额的经

济补贴。补贴的发放采用“儿童发展账户”干预模式，要求儿童家长

为孩子开设一个以储蓄投资为主要目标的金融账户，采用匹配储蓄的

方式激励家长为孩子的康复和未来发展积累资产。二是定期开展家庭

康复理念和知识培训课程。三是提供家长支持服务，建立儿童家长互

助组，开展家长小组工作介入以及特殊家庭的个案辅导服务。项目以

自愿报名、机构推荐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审核等方式共招募到 10 组家庭

参加者。项目的外部顾问以及工作者在服务开展的中期、末期分别进

行了参与式评估。

本文研究者作为项目的顾问以及评估方一直持续跟进项目进展，

也参与到项目方案的设计和实施进程中。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

方法，研究者收集了有关项目服务实践以及参与者、工作人员等的相

关资料。其中，深度访谈对象包括了 4 名一线社会工作者、2 名社会

工作督导、2 名康复中心工作人员以及 10 名参与项目的脑瘫儿童及其

家庭照顾者等。同时，研究者也通过查阅机构的相关服务记录与统计

数据，收集了有关项目参与者的个案记录、评估报告等资料。为了保

护机构及服务对象的隐私，本文对所提及的相关组织及被访者进行了

化名处理。

四 脑瘫儿童康复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一) 脑瘫儿童康复救助中的困境

在 F康复中心进行康复的许多脑瘫儿童的家庭由于经济压力、照

顾者相关康复理念与知识的缺乏等常常面临较大困境。脑瘫是儿童发

育时期由于非进行性脑损伤所致的综合征，主要发生于小儿出生前以

及出生后的一个月内，因而早期抢救性干预和及时的康复训练对于儿

童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 2008 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推动贫

困残疾儿童的抢救性康复工程。国务院以及中国残联先后颁布了多项

推动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的项目实施方案。然而，我们在实际的

调查中发现，许多家庭在救助获得上仍然存在可及性的困境，脑瘫儿

童家庭照顾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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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的脑瘫儿童由于家庭户籍不同所能享受

到的康复救助支持也呈现很大差异。根据 M 机构的统计，F 康复中心

的服务对象家庭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来自 S 省省会城市的家庭，当

地残联从 2016 年开始为省会城市户籍脑瘫儿童每人每年补助 12000 元

的训练费。该市部分区可以提供额外的康复补助。第二类是本省外地

户口的残疾儿童家庭，在省残联定点的康复机构中进行训练，可以从

当地县残联获得额度不等的救助，但救助额度一般比省会城市户籍的

家庭要低。第三类是外省户籍的残疾儿童家庭，由于户籍不在本省，

他们一般无法获得 S省的康复补助。可见，由于受到户籍等身份限制，

贫困家庭并无法均等地享受政府的康复救助补贴。M机构的统计显示，

脑瘫孩子每月仅康复训练的支出平均就达 5583 元，许多外地家庭为了

照顾孩子康复，还需要负担租房、吃饭以及其他生活费用，而政府的

康复救助未能充分考虑到家庭额外的照顾成本。在政府救助之外，来

自民间社会组织等不同渠道的救助资金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重要的支

持。S省福彩基金会以及其他国际基金会等曾与 F 康复中心合作，为

家庭贫困的残疾儿童康复提供救助支持，如福彩基金为无法获得政府

康复救助的部分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的半价补贴，某国际基金会为

10 个孩子提供每月 500 元的救助，等等。不过，这些社会力量的救助

支持渠道很不稳定，救助补贴往往是一次性地发放，没有考虑到脑瘫

儿童家庭的长远经济能力。

另外，以经济补贴为主的康复救助局限于提供现金补贴支持，对

家庭照顾能力缺乏所导致的儿童康复效果影响缺乏足够关注。康复是

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有指导的训练。对于脑瘫儿童康复来

说，机构康复之外由监护人在家庭内所进行的日常康复训练是十分重

要的，家长是否具有康复意识、能否掌握康复知识和技能直接影响到

儿童整体康复的效果。对 M机构的调查发现，许多家庭照顾者缺乏基

本的康复理念和知识; 一些儿童照顾者的年龄偏大，无法对孩子进行

足够且适当的康复训练; 许多残疾儿童照顾者是外地人，在本地没有

亲戚朋友照应，缺乏社会支持。照顾者常常面临较大的心理压力，情

绪不能得到纾解，甚至对孩子以及家庭的发展失去信心。如 5 岁的脑

瘫儿童母亲 J在访谈中谈到了自己照顾孩子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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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医院刚给孩子检查 ( 脑瘫) 的时候，我也没有细心

看，觉得不会吧。后来又仔细找大夫查了一下， ( 确诊后) 一下

子整个人都垮了。但是垮掉也得给孩子治病啊，我当时就只有一

个信念，不管怎么着都得把孩子治好。……家里其他人也没有给

我们什么支持，她爷爷奶奶都不管，就我和他爸两个人坚持着，

反正也没有说放弃她，她爸在那儿坚持着，我也在这儿坚持着，

我就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但真的也不知道以后会

怎么样。

M机构的社会工作者 H根据脑瘫儿童家庭的长期工作经验，总结

出家长在照顾脑瘫孩子方面的心理压力:

当家长被告知孩子是脑瘫患者时，所引起的痛苦与感受，非一

般人所能够体会，可能是震惊、愤怒、恐惧、哀伤、沮丧和内疚。

家长常问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 “为什么是我的孩子”，第二

个是“我的孩子有多严重”，第三个是 “我的孩子将来会走路

吗”。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脑瘫儿童的家长，他们的心理和身体

健康会被孩子的健康、行为、照顾、康复需求等强烈影响着。但

是孩子的成长往往困难重重，也常无法达到家长原来的期许。

脑瘫儿童家庭的这些非经济的复杂状况对于孩子的持续康复产生

消极的影响。然而，当前的康复救助政策仍然较多局限于现时受助对

象的收入 －消费需求，并未能考虑到经济状况之外家庭的差异化、发

展性的需要及提供个性化的支持。社会工作秉持 “全人”的专业理

念，强调服务对象综合的社会服务需求以及能力建设。M 机构的社会

工作干预致力于在儿童康复服务中推动家庭照顾者的参与及能力提升，

是一种更具发展性的服务干预，对于应对脑瘫儿童及其家庭所面临的

问题有积极的意义。

(二) 康复救助服务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M机构较早在医院内开展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对贫困病人家庭的

医疗资助、出院计划的制订、院内病人的情绪支持等，机构曾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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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面向少量脑瘫儿童试行过 “1 + 2”的服务模式，即脑瘫儿童有

1 个月在医院进行康复，然后 2 个月在家庭与社区进行康复，视其康

复效果再考虑是否继续。通过把医院集中康复时段分解为 “医院 (1

个月) +家庭 /社区 (2 个月)”，家庭和社区可以参与到儿童康复的

过程中，康复的效果得以部分维持。尽管 “1 + 2”项目实施了较短时

间，但这给予机构工作人员很大的信心，使其意识到脑瘫儿童家庭的

合作参与对于康复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 M机构督导 H指出:

我们从“1 + 2”的项目经验发现，亲子关系和谐、家长态度

积极、与医疗人员和社工配合较好，孩子的改善和进步就明显;

而亲子关系紧张、家长消极观望、不严格执行康复计划的，孩子

的改善就很慢也很微小。家长支持度的起伏也直接影响脑瘫儿童

的康复效果。我们发现脑瘫儿童家长对于脑瘫及康复的认知、自

身情绪及压力的调节、家庭关系等方面，都直接影响着脑瘫儿童

的康复效果。

不过，机构工作者也在持续地反思以往工作的局限性，尽管之前

的项目积累了一些调动家长积极性的经验，但是社会工作者并没有回

应家庭的经济问题，机构希望探索如何把回应经济压力与照顾者的社

会心理支持性服务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激发照顾者的积极性与能力。

在与 F康复中心合作时，M机构尝试采取“家庭为本”的社会工作介

入取向，其中尤为强调家庭照顾者与康复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共同

回应脑瘫儿童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其他需求。

五 家庭照顾赋能与合作生产的推动

照顾残疾孩子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尽管父母

或主要监护人是儿童照顾的首要来源，但家庭照顾者常常面临沉重的

经济压力、心理压力以及相关照顾知识和技能的缺乏，迫切需要专业

照顾的介入和支持。首先，家庭照顾包含了情感、活动以及关系的不

同维度 (Daly ＆ Lewis，2000)。对于脑瘫儿童来说，家庭照顾者特别

是父母的爱和坚持是儿童能够获得持续照顾的重要动力，它基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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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领域内照顾者与孩子之间的自然情感性关系，父母也常常被视为对

于孩子负有特殊的和首要的照顾责任。其次，照顾还表现为一种工作

和身体的活动，是一种回应被照顾者需求的劳动形态，不当或者危险

的照顾行动可能带来被照顾者的伤害。对于特定的被照顾者如脑瘫儿

童来说，这种照顾的活动体现出一定的 “去自然化”特征，需要专业

的照顾知识和技能。此外，家庭照顾还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是

照顾者 －被照顾者的双向关联，也体现在社会性的照顾关系，如照顾

的社会共同体、专业人员和家庭照顾者之间的关系等。专业照顾者与

家庭照顾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缓解家庭照顾压力、为照顾者赋

能以及提升孩子的照顾品质十分重要。

M机构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试图通过专业的服务干预回应贫困脑

瘫儿童及其家庭的照顾压力。在经济方面，项目为贫困脑瘫儿童家庭

提供有条件的现金补贴，试图运用 “资产建设”的干预方法提升家庭

的理财规划能力，进而实现家庭照顾者的经济赋能。以往的康复救助

多是直接给予现金补贴，满足儿童及家庭暂时的福利消费需求。然而，

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家庭照顾者还需要有长远的财务规划，要能

够基于孩子的康复需要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来合理地安排收入支出。

一些家庭由于对康复训练特点的不了解，盲目花费了很多钱，却没有

获得好的康复效果。项目为每个家庭提供一定的现金补贴，但同时要

求家庭照顾者定期在 “儿童发展账户”中储蓄及参加家庭理财课程，

与社会工作者一起讨论家庭的财务计划，鼓励家庭在了解相关康复理

念和知识的基础上理性地预算支出以及为孩子未来的发展进行储蓄。

机构工作者 S谈到一个案例:

有一个家长屈某对孩子的康复进度非常焦急，听说打脑白质

针 ( 每针 180 元) 有效，但是整个疗程要 9000 多元，虽然她家里

根本没有这笔钱，但她还是坚持要给孩子打。当其他家长知道了

这事后都非常焦急，家长李某跟屈某说了自己之前的经验，治疗

师也告诉了她打针的副作用。之后，屈某才及时地中断了给孩子

打针的事，表示会理智面对孩子的康复。

从类似的案例中家庭以及机构工作者都意识到，许多家庭照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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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很需要有针对性的财务规划。项目执行中期的评估显示，在理

财知识方面，参与项目的大部分家长觉得应该从孩子未来的发展方面

制定存钱的规划，而支出的时候也会更加谨慎。同时，通过不同家长

的理财分享活动，家长有机会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政府救助信息，从不

同的渠道申请到额外的补贴。通过对家长进行的对于孩子的资产建设行

为培训能够增加家庭的财务规划能力，家长更愿意投入孩子的未来

发展。

另外，项目通过要求家长参与定期的家庭康复活动、为家长提供

相关的康复知识和技巧的培训等活动提升了家庭照顾者对于脑瘫孩子

的照顾能力。M机构社会工作的介入有十分明确的 “家庭为中心”的

理念，视家长为整个服务过程的工作伙伴，“与家庭”而非 “为家庭”

开展服务。社会工作的干预计划中考虑到如何激发家长的参与意愿、

如何增强家长的康复知识学习以及积极主动地获取相关知识的能力，

通过推动家长的参与来更好地提高脑瘫儿童康复服务的质量。

既有以医疗模式为主导的康复训练往往将被照顾者视为需要治疗

的对象，忽视被照顾者的其他需求以及家庭的参与，如 3 岁 7 个月的

脑瘫儿童的家长 L来自 S省的农村，曾经到省内外各大医院为孩子寻

求治疗和康复，她谈到孩子在医院中被诊疗和康复的经历:

最开始孩子没有这个病的时候，咱肯定是对于 ( 如何康复治

疗) 是不知道的，因为一直都不了解。从孩子开始做康复训练开

始，有时候我就想跟着老师学一下，但医院里老师不会说你跟着

我学怎么样的，就得靠家长自己了。医生或康复师不会教你，你

自己可以看。儿童医院还是 ( 分) 时间段 ( 的) ，他只有半个小

时，比如有的孩子去了得先活动下关节，就没时间了，有的时候

孩子一哭你再一哄，有的时候哭得狠了就吐了，然后这一节课就

浪费完了，所以就是时间特别短。自己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办。

6 岁的脑瘫儿童的母亲 H从孩子 1 岁开始就到 S 省省会城市的儿

童医院为孩子做康复，但在儿童医院与医生的互动中感到十分受挫，

她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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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夫就把你撇在那里，也不跟你说，

孩子应该做什么方面的训练，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孩子训练。

当时就看着别的家长给孩子做啥动作，咱就跟着给孩子做啥动作，

没有任何的头绪。所以我在儿童医院给孩子治疗了半年多之后，

遇到了一个老乡，然后他就推荐我到外面给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这一出来就再也没有去过儿童医院，一直在外面给孩子进行康复

训练。

家长 L和 H的访谈显示，对于许多脑瘫儿童而言，家庭照顾者乃

是孩子最重要的福利支持者，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相关的康复知识和

技巧，参与协助孩子的康复训练。然而，现有的许多康复机构受到医

疗主导模式的影响，儿童及其家庭在整个康复治疗中被动地听从医生

或者康复师的安排，缺乏意见表达以及主动参与的机会。既有的研究

也指出，医院治疗取向的服务方式常常导致家庭以及病人的无助感和

焦虑感，而缺乏服务使用者的介入反过来更强化了专家对于沉默就意

味着接受的观念 (Chiu et al. ，2006)。M 机构的社会工作介入试图通

过激发照顾者的参与、将照顾者的力量带入儿童康复服务过程中。社

会工作服务项目每个月为家长提供康复知识基础课程和针对性课程的

培训，为家长建立互助支持小组，创造家长与康复医师、护士及社会

工作者交流的机会，相互督促家庭内的康复活动。3 岁的脑瘫儿童母

亲 Z作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参与了全部的服务活动，她谈到项目过程

中自己的感受:

( 参加这个项目之后) 老师说家长在家里也要多配合，然后

项目每次要定期评估以及发放补贴，他就需要知道你的一些情况，

比如家庭康复做了哪些。第一次给的材料是只有照片没有文字，

这次就是年前那次配图加文字，回去之后你给孩子做的时候你就

看着那个做，而且有很形象很具体的动作，因为有些时候，比如

有些动作稍微复杂一点，你就需要一些技巧，家长可能掌握得不

太到位，就容易给娃哪弄伤了呀什么的。

院外家庭的康复训练十分重要，而这需要家长积极地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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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师、社会工作者等给家长进行必要的支持和指导。M 机构工作

者通过家长在家帮助孩子做康复训练的次数来看项目对于家庭照顾者

合作参与提供康复的影响。统计显示，从 2016 年 10 月项目开始，家

长每个月做康复训练的次数逐月递增，实际完成情况也远超过计划。

除了两位家长分别在 10 月和 1 月由于其他原因没有完成计划外，其他

月份中所有家长都达到及超过计划完成率。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2

月，每个月家庭康复训练的完成率都超过了 125%，项目总体的每月

完成率是 122%。通过参与项目，社会工作者与家庭照顾者在儿童康

复训练上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合作关系。

最后，项目通过家长互助小组、特殊家庭的个案辅导等介入，为

家庭照顾者提供了较好的心理支持，增强了家长对于孩子以及整个家

庭未来发展的信心。M 机构对参与家长之间的互助情况进行了评估，

发现家长支持小组能够让参与者相互分享感受、互相帮助，从而纾解

家长的负面情绪。机构的社会工作者 L 参与了项目的执行和评估，她

谈道:

我们的评估发现家长之间有大量的互助行为。家长一般会互

相帮忙看孩子或帮忙买东西，还有一起相约出游，互相交流信息

或共享资源。家长反馈说之前跟其他家长 “只是一面之缘”，不

太认识。而通过这个项目，家长建立了持续的支持小组，大家互

相认识和帮助。在评估中也都提到 “多了一点人脉”，“大家互相

帮忙，像亲人一样”，“跟大家一起沟通，一起学习解决办

法”等。

综上可以看到，M 机构社会工作的介入通过为家庭照顾者赋能，

引导其在儿童康复服务过程中的积极参与，从而推动并强化了服务传

递过程的“合作生产”。积极参与乃是合作生产的核心，服务对象作

为参与者也是服务目标和效果的生产者，正是因为有服务对象的参与

才能够实现所期望的服务效果 (Alford，2009)。当然，由于案例的服

务对象是需要照顾的脑瘫儿童，其首要的照顾者———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的合作参与对于儿童康复来说至关重要。脑瘫儿童康复涉及许多专

业的知识和方法，但儿童及其家庭并非被动的服务接受者，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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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项目活动与家庭照顾者建立了一种积极的合作伙伴关系，照顾

者的潜在资源、信心及能力被充分调动起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儿童

康复服务的质量。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也发现，合作生产的良好运行有赖于服务对象

的合作能力、服务项目的设计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在评估中，

M机构工作者发现，有些家庭的儿童主要照顾者并不稳定，如在儿童

由祖父母进行的隔代照顾情况下，照顾者合作参与的动力和能力相对

于较为年轻的父母来说面临的限制更多，由于年龄和知识结构的局限，

祖父母对于康复相关的知识技巧不能很快掌握。此外，项目干预的周

期比较短，只有半年时间，而家庭对于理财规划以及康复知识技能等

的掌握巩固都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最后，社会工作者能否与家庭

照顾者建立信任关系，并能够很好地运用相关的介入方法维持以及激

励服务对象的参与十分关键。机构在评估时发现，参与项目的四位社

会工作者一直持续地改进和反思自己的工作理念与方法，包括根据家

庭的实际情况和反馈修正服务干预的设计，机构也定期聘请外部督导

和顾问对社会工作者进行培训，充实工作者的服务技巧方法，促进家

庭照顾者的赋能与合作参与等。

M机构的社会工作项目通过为家庭照顾者赋能而提升服务成效的

努力是十分有意义的。在以往行政化、医疗主导的服务传递模式下，

脑瘫儿童及家庭往往被视为无能力的、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而项目通

过社会工作的参与，以合理的项目设计如 “儿童发展账户”、家长课

堂、互助小组、康复课程训练等不同方式激励儿童及家庭照顾者参与

其中，与专业工作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其自身服务需求

的回应和满足，这可以看作一种对于社会服务传递中合作生产模式的

积极探索。

六 服务整合与合作生产的组织支持

社会服务中的合作生产并不能独立进行，它与组织层面的合作是

一种相互依赖和促进的关系。组织层面打破边界的信任合作创造了服

务传递层面的合作生产条件，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传递的整合，能够更

好地实现服务使用者的参与、赋能以及对差异化需求的回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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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的规划传递过程中，服务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形成的新的合作

生产机制也促进了多元组织的互动，并可能导向新的组织合作模式，

进而重塑特定领域内福利治理的格局。

F康复中心作为一家门诊形式的专业康复机构，其自成立以来一

直致力于康复治疗和训练上的质量提升。但 F 康复中心领导逐渐发现

康复训练之外的许多残疾儿童家庭的问题会对儿童康复产生消极影响，

一些家庭因为经济压力被迫间断地进行康复甚至放弃康复训练，这对

于康复机构来说也意味着病员数量的减少。如果能够为贫困家庭争取

到救助资金，则能够直接或间接确保稳定的康复者数量，提升机构的

效益。另外，F康复中心也意识到在残疾儿童康复过程中家长参与的

重要性，家长掌握了正确的康复理念以及必要的康复训练知识，就能

够减轻医院的压力，并有利于康复效果的持续性。康复中心对于社会

工作专业是比较认可的，其成立之初即设立了宣传联络部，主要工作

是对接联系各类康复及社会工作类的社会组织。康复中心希望引入专

业的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从经济能力和家庭康复能力两个方面来为残

疾儿童提供更好的服务。

M机构社会工作项目进入 F 康复中心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动。

机构成功竞标到当年 S 省民政福利彩票资金的脑瘫儿童社会工作服务

项目，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也使得机构社会工作进入 F 康复中

心获得了合法性支持，并不会给 F 康复中心增加较多经费及行政的负

担。F康复中心让渡一定的管理及服务空间，也让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的顺利推进获得了较好的行政支持，两个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是项目

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如 M机构项目负责人 C谈道:

这个项目让一个社会工作机构进入一家康复机构，在 S 省来

说，也是第一次以这个模式开展儿童康复服务，对两个机构来说，

都有不少的挑战和冲击。正因为两个机构都以孩子的康复进步作

为初衷，互相支持、互相合作和互相包容，这个项目才能够顺利

完成。

为了方便 M机构社会工作者进入开展服务，F 康复中心还给机构

人员提供了办公室、会议室等工作空间。F 康复中心宣传联络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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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也尽量满足 M机构的项目执行需求，在参与者的招募、项目的

执行及评估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F康复中心主任 K 肯定了在这

一项目中与 M机构之间合作的意义，他谈道:

我们很希望通过和 M 机构一起合作，探索一种新的服务模

式。F康复中心以前只接受过单一的资助项目，例如金钱、一次

性的物质发放等。而这次的服务项目让我们看到专业社会工作项

目实践的多重可能性，可以有金钱、精神、技能和理念等多方面

的服务和影响。两家机构的合作也能够使脑瘫儿童和家长更多地

受益。

另外，M机构社会工作介入通过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推动了新的多

元主体参与的福利治理格局。M 机构的社会工作项目进入康复中心，

将“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工作干预引入传统的康复服务过程中，有意

识地引导家庭照顾者参与到整个服务的设计和传递过程中。脑瘫儿童

的康复不再被视为单纯医疗主导的过程，而是需要康复师、护士、社

会工作者、家庭照顾者及其社会支持系统等的共同协作支持，形成了

多方参与的新服务模式。这一模式的运行需要基金会、康复机构、社

会工作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提供对于脑瘫儿童家庭的

经济补贴以及社会服务干预的支持，从而推动了跨专业以及跨部门的

服务连接。M机构项目负责人 C十分认可这一模式:

实际上，项目在开展之前并没有刻意去推动 “跨专业合作”，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从最开始挑选合适的评估量表到为孩子及

家长做康复评估和制订康复训练计划，都需要治疗师、社工及家

长一起沟通和协作。因为项目社工和康复中心工作者之间的合作

关系很好，通过康复中心工作者的 “牵线搭桥”，也跟治疗师逐

渐建立了良好的信任的工作关系。治疗师看到家长在家帮孩子做

康复训练，反过来也促进了孩子在康复中心的康复效果。有治疗

师曾经说过: “你们的做法跟其他机构的做法不一样，不只是给

钱，还提高家长的积极性， ( 使其) 能更加配合我们的工作，挺

好的。”这次的服务经验是一次很好的跨专业合作的探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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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服务传递过程中实现合作生产实际上是一种以服务使用者

为中心的福利治理重构，它基于服务对象的需求，倡导包括服务对象

在内的跨专业和跨组织的协作与服务整合。在这里，合作生产的持续

运行推动了跨专业和跨部门的服务整合，进一步强化了组织之间的协

作。组织间的协作形式可以被视为合作生产实践的产出。

尽管组织之间的协作为合作生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合作生产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M 机构与 F 康复中心两

个机构之间的合作缺乏持续的政策支持，社会工作服务受到外部资金

项目化的约束而无法在康复机构扎根，形成常规化服务。此外，目前

的康复机构仍然较强地受到追求经济效益以及医疗主导逻辑的约束，

社会工作服务被视为辅助性的，由于不能看到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

受到忽视。如 F康复中心部门负责人虽然十分肯定社会工作介入所带

来的良好效果，但也坦言机构目前主要的重心仍然是肢体康复，对于

投入更多额外精力与成本来维持类似的社会工作服务仍然比较犹豫。

对于脑瘫儿童家庭照顾来说，其照顾能力的提升需要个体化、持续的

服务跟进，从而打破其被动地接受治疗或者对医护人员有较强依赖性

的固有角色，但这又需要更加稳定的人员及组织支持。尽管项目的实

施推动了更具整合性的服务形态改变，但这种模式的持续运行还需要

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尤其需要包括组织理念、结构及运行规范等方

面的相应调整。

七 合作生产、社会工作与有效福利治理

合作生产是从服务使用者以及社会服务传递的内在特点出发来探

究福利治理。既有的福利治理研究较多基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强调

关注政府及多元社会主体的福利供给与分配机制，而合作生产的视角

是对现有福利治理研究的很好补充。社会工作作为新的制度行动者，

对于推动合作生产与有效福利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合作生产取向从福利治理的 “管理逻辑”转向 “服务逻

辑”，致力于促进更有效的福利供给及提高服务质量，是朝向增加服

务使用者参与机会与提升其能力的积极社会福利模式。中国社会有着

与西方国家迥异的历史制度背景，加强和完善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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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回应贫困及不平衡发展的重要任务。但人口老龄化、就业及工作 －

家庭平衡等西方国家的 “新社会风险”也逐渐成为中国在新的社会发

展阶段所面临的重要民生挑战，这需要进一步理顺福利治理体制，增

加社会福利服务供给，以更加精准地回应民众尤其是困难个体与家庭

的多元化、差异化的福利服务需要。对于以人的属性转变为核心任务

的社会服务而言，服务使用者的合作生产乃是服务传递的内在特征

(Hasenfeld，1992)。如在社会照顾服务中，由于被照顾者的能力限

制，社会福利的供给不仅要推动被照顾者的参与，也需要建立与家庭

照顾者、社区以及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广泛合作伙伴关系，推动这一

过程中更加多元持续、有建设性的合作参与。残障儿童的康复服务实

践表明，推动以服务使用者为中心的合作生产能够带来更好的服务质

量和服务传递效果。一方面，合作生产推动服务使用者的资源投入，

包括动员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庭、社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等;

另一方面，合作生产也推动服务使用者的能力建设，服务使用者及其

家庭有能力在福利服务传递中更好地表达自身的需要以及参与福利服

务的规划、设计、传递和评估等的过程。合作生产使得福利服务供给

对于服务使用者更具回应性，通过增强其参与机会和能力建设而提升

福利服务的可及性与持续性，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性的社会福利模式。

其次，合作生产取向拓展了福利治理的供给分配视角，推动形成

以福利参与及生产效果为重心的治理体制。福利治理的以往研究较多

集中在福利供给分配机制上，相对于福利服务的效果而言，研究者似

乎更加重视各利益主体在福利供给中权力 /权威的制度安排。尽管组织

主体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服务传递中的合作生产，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

的。组织间合作更多是通过正式的合约安排来进行的，对于服务使用

者感受和体验的影响常常是间接的。而合作生产中个体或群体对服务

的提供有直接和积极的贡献，他们并非组织的代表，而是作为服务使

用者将自己的能力带入福利服务的设计和传递中 (Sancino ＆ Jacklin-

Jarvis，2016)。另外，组织间合作与合作生产也能够相互补充及促进。

在本文的案例中，脑瘫儿童家长的合作生产促进了机构之间以及不同

专业主体之间的合作，但组织及制度层面的合作可能是有限的，也限

制了服务使用者合作生产的空间。服务使用者并非自然而然地进行合

作生产，制度设计以及参与过程中的理念和规范对于激发合作生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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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在许多福利服务传递过程中，服务使用者可能是消极参

与的，它与对服务使用者的污名化或者缺乏参与的能力和条件有关，

服务传递的机制可能是行政化、专家主导性的。在非参与的、单向的

传统社会福利模式下，福利服务的传递可能更多基于科层规则与专家

主义，服务使用者与服务供给者之间具有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处于被

动性的地位，服务使用者在官僚的、家长主义的福利传递模式下被边

缘化 (李迎生等，2017)。

福利治理研究需要纳入服务使用者的合作生产视角。在以供给和

分配为核心的治理框架下，社会稳定运行的治理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优

先于福利需求的目标，福利被国家治理的科层系统所吸纳。以权力 /权

威关系为中心的福利治理需要积极地纳入服务使用者的感受和能力的

维度，这不仅是因为福利对象是政策三角或福利多元体系中的必要构

成，也是人口与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回应和解决越来越复杂化的社会

矛盾以及社会问题的需要。合作生产的取向要求福利服务的规划、设

计以及传递过程更加包容，建立更加平等的政策执行者 /专家与服务对

象的平等伙伴关系。困难个体和家庭在福利服务供给中的参与以及能

力提升，对于其获得感的提升及持续性，对于促进社会整合、构建良

好的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社会工作是推动社会福利服务传递中合作生产形态的关键

行动者。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传递的合作生产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中介

作用。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是通过一种跨越边界的社会福利服务输

送来实现的。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革新社会福利的治理结构，

以便更加有效地传递服务，实现瞄准。合作生产的理念与社会工作助

人自助、赋能的价值观和方法具有一致性，而其运行方式及效果的实

现也与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有密切关系。良好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能

够有意识地提升服务使用者的参与能力，创造服务对象与工作者之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改变以往自上而下式行政化服务传递的弊端。从 M

机构社会工作介入到脑瘫儿童康复服务的实践可以看出，社会工作者

作为社会福利政策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

者通过创新服务干预模式，为照顾者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心理等方

面赋能，推动形成积极的合作生产形态。在本文中，资产建设的干预

是推动建立合作生产的创新模式，这也体现出社会工作专业干预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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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福利服务传递形态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工作者并无法替代家庭

在康复服务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社会工作者与家庭通过建立平等的合

作伙伴关系，通过赋能促进家庭作为服务使用者的选择和能动参与。

在这里，社会工作者是福利服务传递中新的行动者，一方面，作为

“改变行动者”，社会工作者以服务对象的福祉为中心，创造服务对象

在服务过程中的参与机会以及提升其参与能力; 另一方面，作为 “边

界的行动者”，社会工作者基于 “人在情境中”和生态系统的专业视

角，致力于推动跨部门、跨专业的服务整合，打破传统的行政化、单

一系统专家主导的服务传递模式。社会工作在既有福利服务体系中的

介入通过推动合作生产而增进了福利治理的整合性及其效果。

八 结语

本文尝试从服务使用者的视角、基于残疾儿童康复中社会工作的

介入案例来探讨社会工作的参与对于福利治理的意义。本文通过研究

发现，社会工作的介入通过推动服务传递层面的合作生产促进了福利

治理的创新。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积极创新服务干预的模

式，为家庭照顾者在家庭财务、知识技巧以及心理等方面进行赋能，

创造家庭照顾者与专业工作者在脑瘫儿童康复服务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试图改变传统康复服务行政化、医疗主导的模式，促进跨专业和跨

组织部门之间的服务整合。不过，社会服务中合作生产的运行依赖于

不同的服务类型、方式以及组织环境。合作生产要求更具支持性的组

织与制度环境。在社会服务传递中，社会工作者是推动合作生产的重

要行动者，通过合适的干预设计，挖掘服务对象的能力和资源、倡导

组织以及制度的变迁，社会工作的参与对于合作生产的良好运行十分

重要。

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福利治理越来越强调作为公民 －

服务使用者在福利服务传递中的参与，包括增强其参与的机会、责任

和能力等。西方新公共治理视角下的合作生产理念对中国当前推动形

成有效的福利治理与社会治理体制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福利

服务体系的建设而言，治理的创新应当更加重视社会服务体制机制以

及社会服务传递模式的发展。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精神要求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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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尊重服务对象的主体性，激发服务对象资源和能力，通过创造专

业工作者 －服务对象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良好的福利治理。社会工

作的参与促进了对福利服务需求的重新定义，改变了福利服务领域中

不同行动主体的角色和互动方式，通过推动合作生产而影响着福利治

理的变迁以及有效性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工作的发展应是

一个朝向建构良好福利治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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